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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基于2009-2019年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

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显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沿

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流动、合同合作以及信息技术进口，对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高收入、地

理距离近、社会治理能力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有可能实现创新增长。本文最后就中国如何通过推进“一带一

路”经贸合作，提升沿线国家创新能力、构建高质量创新合作网络提出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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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46 BRI countries from 2009 to 2019, we appl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to examine the innovation eff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BRI motivates partner countries to innovate.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f the BRI on innovation is mediated by promoting BRI countries’ 

trade flows, contracts co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orts from China. The examinations 

of heterogeneity demonstrate that BRI countries that are high-income, geographically close, and that 

with high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are more likely to observe innovation increases.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insights into how China implements the BRI to enhance BRI countries’ innovation and 

form a high-quality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network by facilitat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f 

the 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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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3年8月，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

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对促进更广泛、更深入的区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

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发展的首要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始

终将科技创新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2017年5月，《“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实施。通过联合研

究、技术转移、科技人文交流、科技园区合作等务实举措，提升了共建国家的创新能力。2023年11月，在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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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大量文献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经济影响。例

如，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有效改善了参与国的营商环境 [10]；

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 [11][12]；提升了国际贸易地位和贸易一体化水

平 [13][14]。

探讨“一带一路”对伙伴国创新能力影响的文献揭示了其多

维度作用和内在复杂性。研究强调“一带一路”如何通过经贸合

作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促进创新。

在微观层面，一方面，学者们考察了“一带一路”对参与国

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外国投资是主要渠道。“一带一路”鼓励中

国企业对伙伴国进行直接投资，带来技术溢出和资源转移，促进

技术升级 [7][15]，进而推动创新 [16]。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在“一带

一路”对参与国创新的影响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通

过加强国际合作协议等“软联通”和中欧班列等“硬联通”基础

设施，促进高质量跨国贸易和深度区域合作，帮助当地企业开拓

新市场，保持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创新成本，积

极激励企业创新，提升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 [17]。

接下来，我们从宏观层面总结“一带一路”对国家技术创

新的影响。从国际贸易角度看，“一带一路”通过改善交通基础

设施 [13] 和贸易便利化 [18][19]，减少文化壁垒、运输时间和贸易成

本 [20][21]，显著加强了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深化了中国与这些

国家的贸易联系 [14][22][23]。而国际贸易通过市场规模、竞争、比较

优势和知识溢出影响内生创新 [24]。国际投资也是“一带一路”影

响沿线国家创新的重要渠道。“一带一路”使沿线国家通过对外直

接投资从中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 [8][25]，弥补自身资

本缺口，提高生产能力，调整产业结构 [26]。“一带一路”还可以

通过国际技术和创新合作影响沿线国家的创新。有研究者指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学合作频繁从西向东转移，创新是主要

目标 [9]。还有研究者发现，“一带一路”能够促进东南亚国家之间

的技术转移和经济合作，推动其创新水平稳步提升 [27]。通过国际

合作，“一带一路”优化了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提升了伙伴国的

创新能力 [28]，促进了跨国合作和技术转移 [29][30][31]。

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科技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中国“将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促进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同各国一道挖掘创新增长潜力，激发创新合作潜能，强化创新伙伴关系，让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各国

人民”。可见，创新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因此，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

意义。

现有大量文献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成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方面 [2][3][4]。许多研究强调合作对创新绩效的重要性 [5][6]，也有

一些研究考察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合作对创新的影响 [7][8][9]。然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创新影响的研究多侧重于相关性分析，

较少强调定量的因果分析；且多讨论其他多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创新合作，没有专门区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

间的创新合作活动。在此基础上，本文的贡献在于，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政策与沿线国家创新水平之间的因果关

系，并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经贸合作视角探讨其作用机制。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相关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说明本文使用的模型和数据；第四部分估计基准模型

并报告估计结果；第五部分主要进行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使学者们对沿线国

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水平、技术转移等进行了多维度研究。

然而，这些研究多侧重于相关性分析，对定量的因果分析重视不

够。此外，在机制研究方面，往往从沿线各国的贸易、投资、技

术合作等方面探讨创新提升，没有专门区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

的创新合作活动，导致研究缺乏针对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对现有研究的潜在拓展：（1）运用双

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创新水平的

影响；（2）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创新

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提升创新能力的作用，从而更精准

地聚焦研究问题。

二、研究假设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创新的影响

本文基于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创新机制理论框架 [32] 展开

分析。

从供给推动机制来看，创新源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一带

一路”显著降低了参与国之间的制度和运输成本，从而促进创新

要素在地理和政策层面的流动与集聚 [18]。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贸

易成本的降低是区域创新活动的关键驱动力 [33]。新制度经济学也

强调，较低的制度成本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34]。基于这些理论，

“一带一路”能够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和知识的跨境流

动 [35][36]。此外，“一带一路”的实施，特别是通过加强政策沟通

和国际合作，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减少了政策不确定性，从

而鼓励更广泛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开发活动 [37]。

在需求拉动创新机制方面，外部市场需求的扩大为企业创新

提供了直接动力。“一带一路”不仅加强了欧亚大陆的物流联通，

还拓宽了沿线国家的市场准入和外部需求。这降低了物流成本和

时间，提升了沿线国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刺激了对高科

技、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 [38]。这种需求的增加促使当地企业和研

究机构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新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以满足国际市

场的高标准 [39]。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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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沿线国家的创新水平具有积

极作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创新的机制

首先，“一带一路”通过与中国的国际贸易提升沿线国家的创

新能力。“一带一路”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降低了成员

国之间的物流和交易成本 [18][40]。这些成本的降低，加上“五通”

框架的实施，有效扩大了市场准入。这为沿线国家获取资源和技

术进口机会提供了更多可能，促进了技术的本土化和应用 [41]。此

外，“一带一路”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和提供的广泛贸易平台，使企

业能够更有效地进入和利用国际市场 [42]，资源可得性的增加使企

业能够将更多资源分配到生产和创新领域 [43]。而且，“一带一路”

加剧了参与国之间国际贸易的市场竞争，从而促使企业更倾向于

投资研发和创新活动，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44]。

其次，“一带一路”通过获取中国的合同项目提升参与国的创

新能力。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同项目大多集中在沿线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些合同项目不仅依赖先进的工程技

术，还涵盖项目管理和运营技能。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流入为

参与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奠定了基础 [45][46]。此外，与中国的合同

项目合作还促进了沿线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随着这些产业的发

展，沿线国家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47]，进一步推动了

技术创新。除此之外，中国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被派

往合作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和知识转移，直接促进了沿线

国家技能、技术能力乃至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 [48]。

最后，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进口已成为促进创新的重

要途径。ICT 提高了信息处理和传播效率，是新兴经济体现代化

和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力 [49]。作为技术出口大国，中国通过这一倡

议向伙伴国提供先进的 ICT 设备和解决方案 [50]，使这些国家能够

快速获取和部署最新技术。随着 ICT 产品进口的增加，沿线国家

的企业和政府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数字解

决方案和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创新 [51][52]。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机制假设。

假设2：“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创新的积极影响通过与

中国的贸易流动、合同项目和 ICT 产品进口产生中介作用。

三、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方法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来识别“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政

策干预与沿线国家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运用双重差分法需要确

定处理组和控制组、政策干预前后的时间。本文利用2009-2019

年4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识别政策效应及其作用机

制。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底提出，且政策效果可能

存在时滞，选择2014年作为政策时间节点。鉴于2008年金融危

机的爆发和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文样本的起始时

间为2009年，截止时间为2019年。在实证研究中，处理组和控

制组国家应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以与中国签署双边“一带一

路”合作协议作为国家正式参与“一带一路”的标准。参与国家

及参与时间信息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官方网站 [53]。由于样本

量、数据可得性以及政策效果时滞的限制，选择2018年下半年前

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作为处理组，共确定28个国家为处理组，其

余18个国家为控制组。

（二）实证模型

本文构建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it 0 1 it it i t itInnov = + DID + X + + +uβ β λ σ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 itInnov 为被解释变

量，表示 i 国 t 年的创新水平。 itDID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一带

一路”政策的虚拟变量。 itX 表示影响创新的其他控制变量。 1β 为

“一带一路”政策效应系数，若 1 > 0β ，说明“一带一路”的实施对

沿线国家的创新有正向影响。 iλ 和 tσ 分别为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

固定效应。 itu 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探究“一带一路”与创新之间因果关系的影响机

制，本文采用三步法。第一步验证“一带一路”是否有助于提升

沿线国家的创新水平（方程1）。第二步检验“一带一路”对中介

变量的影响。第三步考察“一带一路”和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的影响：

it 0 1 it it i t itM = a +a DID + X + + +uλ σ                  （2）

it 0 1 it 2 it it i t itinnov = + DID + M + X + + +uγ γ γ λ σ      （3）

其中， itM 为中介变量，包括与中国的贸易流动、合同项目以

及 ICT 产品进口。方程 (2) 中的系数 1a 表示“一带一路”对中介

变量的影响，方程 (3) 中的系数 2γ 表示中介变量对创新的影响。若

1a 显著，则说明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有显著影响；若 2γ 显

著，则说明中介变量在 “一带一路” 促进沿线国家创新中发挥了

机制作用。同时，若方程 (3) 中的系数 1γ 显著，则中介变量仅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若该系数不显著， 则中介变量起到完全中介

作用。

（三）变量与数据

1. 被解释变量（Innovit）

现有研究中常用的创新指标包括专利授权数、研发支出占

比、研发人员数或科学论文数。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专

利授权数（除以10000）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水平。

2. 解释变量（DIDit）

DIDit 是政策变量（Treatit） 和时间变量（Timeit） 的交互

项。Treat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处理组取值为1，控制组取值为0。

Time 为时间虚拟变量，“一带一路”政策干预后取值为1，干预

前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

（1）城市化水平（Urban），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创新要素的集聚以及成果的传播有助于

提升创新活力。

（2）经济规模（PerGDP）。考虑到各国人口差异，采用人

均 GDP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良好的经济状况为创新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加创新领域的投入。

（3）资本份额（GCF），指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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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规模和资本份额的不断扩大，带动了各类高新技术产业的

增长。

（4）公共教育支出（PEE），指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

的比重。教育不仅能提高公民的知识水平，还有助于培养高素质

专业人才，从而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5）货物和服务进出口（Import 和 Export）。出口企业需

要满足目的国对产品质量、设计和技术的高标准和规定，这可能

迫使当地企业进行创新和技术改进。进口企业可以学习和吸收其

他国家的先进产品和技术，激发自身的创新能力。为平滑数据并

减少方差，在实证部分对 PerGDP、Import 和 Export 取对数。

4. 中介变量

（1）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流动（Trade_with_China）。以

中国与每个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的对数值来衡量中国与伙伴国的

贸易关系。

（2）沿线国家从中国获得的合同项目（Contracts），以中

国在每个沿线国家的合同完成营业额总额的对数值来衡量。

（3）沿线国家从中国进口的 ICT 产品（ICT），以沿线国家

从中国进口的 ICT 产品占其总进口的比重来衡量。

主要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Table 1: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ariable Variable explanation Mean Std Data sources

innov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is divided by 10000) 1.132 1.976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Urban The proportion of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59.364 18.618 World Bank Database

PerGDP GDP per capita (in logarithm) 8.711 1.140 World Bank Database

GCF The percentage of total capital formation to GDP 24.772 6.6134 World Bank Database

PEE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in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15.374 5.149 World Bank Database

Import 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logarithm) 24.275 1.275 World Bank Database

Export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logarithm) 24.161 1.448 World Bank Database

Trade-with-China
Total value of trade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each BRI country 

(in logarithm)
13.083 1.627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ontracts
Total value of fulfilled turnover of China’s contracts in each 

BRI country (in logarithm)
9.945 2.360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ICT
The proportion of BRI countries’ ICT products imports from 

China in BRI countries’ total imports
7.773 6.210 World Bank Database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结果

基于上述实证模型，本文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

路”对沿线国家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列（1）为未

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

果。结果显示，“一带一路”的政策效应（DID）显著为正，表明

“一带一路”的实施对提升沿线国家的创新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因

此，假设 H1得到验证。

表2：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1) Innov (2) Innov
DID 0.1306* 0.2397*

(0.1476) (0.0535)

Urban 0.1259**

(0.0406)
PerGDP 1.1724**

(0.3725)

GCF -.0115*

(0.0134)

PEE 0.0145**

(0.0133)

Import 1.1416*

(0.4920)

Export -0.4352*

(0.4053)

Constant 1.383*** -32.7487

(0.1190) (8.2694)

Year FE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2R 0.1647 0.2558

Obervation 506 506

注：（1）括号内为国家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2）*、

**、*** 分别表示10%、5%、1% 的显著性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处理组和控制

组在政策干预前不存在可能影响政策效果的差异。因此，本研究

考察了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五年至样本最后一年的趋

势变化。为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在基准双重差分回归中加入

倡议提出前后各年份的虚拟变量 [54]，如以下方程所示：

     （4）

itnDID 表示政策实施前 n 年政策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 itDID0 表示政策实施当年的交互项， itmDID 表示政策实施后

m 年的交互项。若
itnDID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则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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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倡议于 2013 年提出，但沿线国家与中国签署

合作协议的时间并非同步，而是陆续进行的。具体而言，在 “一

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过程中，相关国家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时

间节点主要集中在 2014 至 2015 年。因此，本文在进行平行趋势

检验时，剔除了2014年政策节点与次年2015年的数据。回归系

数及其95% 置信区间结果如图1所示。可见，2014年之前，回归

系数的置信区间均跨越“y=0”水平线，表明估计结果不显著。这

说明在政策干预前，“一带一路”对创新的政策效应不显著，而在

“一带一路”实施后显著，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趋势上不存在事前

差异。因此，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图1：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2. 政策唯一性检验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已有较为密

切的互动与合作，沿线国家的创新水平可能受到同期其他政策的

影响。其中，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之

间的合作是最重要的合作之一。 密切的经贸往来有助于金砖国

家之间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提升。为排除金砖国家合作政策的潜在

干扰，本文剔除了属于金砖国家体系的国家。估计结果如表3列

（1）所示。结果显示，剔除金砖国家体系的国家后，DID 的回归

系数仍为正且显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排除金砖国家合作政

策的潜在影响后，“一带一路”仍对参与国的创新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3. 时间随机性检验

将政策时间节点人为提前至2013年，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

归估计，以检验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3列（2）的回归结果

显示，基于全样本的 DID 估计系数为 -0.054，且不显著。因此，

政策时间唯一性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的政策效应

显著。综上，考虑政策时间的随机性后，“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

家创新的结论仍然成立。

4.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消除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有效性的潜在影响，本文

随机选择国家作为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 [54]。具体而言，从总样

本中随机选取28个国家作为处理组，其余18个国家作为控制组。

然后构建伪双重差分项，并根据基准模型进行估计。该过程随机

重复1000次，得到伪 DID 系数的估计核密度。如图2所示，伪

DID 的估计结果分布在0附近，更符合正态分布，均值接近0，且

大多数 p 值大于0.1，表明“一带一路”对随机选择的处理组没有

显著的创新效应。此外，真实的 DID 系数（垂直实线）偏离了主

要分布范围，表明这只是小概率下的随机结果，原始处理组的创

新提升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

图2：安慰剂检验

Figure 2: Placebo test

5. 替换被解释变量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创新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能够反映其科技创新能力。因此，本文采用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MHTecPor）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

变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制成品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

库。估计结果如表3列（3）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一带一路”确实对促进参与国的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

基准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3：稳健性检验

Table 3:Robustness test

(1)

Policy uniqueness test

(2)

Counterfactual 

test

(3)

MHTecPor

DID 1.5672* -0.1004 2.2822*

(0.2091) (0.2075) (0.9359)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2R 0.2128 0.1128 0.2979

Observations 451 506 506

注：（1）括号内为国家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2）*、

**、*** 分别表示10%、5%、1% 的显著性水平。（3）控制变量

与表2相同。

五、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分析

前文的实证结果基本证实了“一带一路”有助于提升沿线国

家的创新水平。本节将从贸易流动、合同项目和 ICT 产品进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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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探讨其中介效应。

1. 与中国的双边贸易

中国贸易关系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4列（1）和（2）所

示。列（1）中“一带一路”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

一路”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流动。同时，列（2）

中 Trade_with_China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关系在“一带一

路”政策促进沿线国家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此

外，列（2）中“一带一路”政策的系数仍显著但小于基准结果，

表明双边贸易在提升沿线国家创新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建立并

培育了密切的联系，促进了先进设备和技术向这些国家的引进。

这一过程进一步刺激了沿线国家技术和产品质量标准的更新与提

升，从而推动了这些国家创新水平的提高。

2. 来自中国的合同项目

中国合同对沿线国家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列（3）

和（4）所示。列（3）中“一带一路”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一带一路”政策有利于沿线国家获得中国的合同。同时，列

（4）中 Contracts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合同项目合作在“一带一

路”政策促进沿线国家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此

外，列（4）中“一带一路”政策的系数仍显著但小于基准结果，

表明中国的合同在提升沿线国家创新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与其他沿线国家的企业相比，参与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拥有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与中国的工程项目合作使沿线国

家能够学习和模仿，形成技术溢出效应。从而，通过项目合作，

其他沿线国家能够实现技术改造、升级和产品更新。

3. 从中国进口 ICT 产品的比重

我们还考察了从中国进口 ICT 产品的中介作用。如表4列

（5）和（6）所示，列（5）中“一带一路”政策的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一带一路”增加了从中国进口的 ICT 产品。同时，列

（6）中从中国进口的 ICT 产品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ICT 产品进

口在“一带一路”政策促进沿线国家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

中介作用。此外，列（6）中“一带一路”政策的系数仍显著但小

于基准结果，表明 ICT 产品进口在提升沿线国家创新中起到部分

中介作用。

通过从中国进口 ICT 及相关产品，沿线国家有更多机会接触

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技术水平。ICT

产品的进口还能促进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快知识的转移与

应用，从而提高沿线国家的创新水平。

表4：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Table 4:Regression results of mechanism tests

(1) Trade_with _China (2) Innov (3) Contracts (4) Innov (5) ICT (6) Innov

DID 0.0212*** 0.1523* 0.0200* 0.2061** 1.8024*** 0.2296**

(0.0399) (0.1841) (0.0405) (0.0118) (0.0359) (0.1591)

Trade_with _China 0.2365**

(0.0547)

Contracts 0.0526**

(0.0557)

ICT .0002*

(0.0204)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2R 0.7008 0.2693 0.2696 0.2608 0.3199 0.2557

Observations 506 506 506 506 506 506

注：（1）括号内为 bootstrap 标准误。（2）*、**、*** 分别

表示10%、5%、1% 的显著性水平。（3）控制变量与表2相同。

（二）异质性分析

本文认为，由于样本国家的特征不同，“一带一路”的政策效

应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进一步从沿线国家的收入水平、

与中国的距离以及社会治理三个方面研究“一带一路”对创新的

异质性影响。

1. 收入水平

参考世界银行的分类（2017-2018标准），根据国民总收入

水平（GNI）将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表5列（1）

和（2）的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对高收入国家创新的政策效应

为正且显著，而对低收入国家的政策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

明“一带一路”对高收入沿线国家有显著的创新促进作用，而对

低收入沿线国家则不然。

这一结果背后可能有三个原因。首先，高收入国家产业结构

更先进，产品质量更高，与中国的需求重叠度更高，贸易关系更

密切。因此，这些国家更有可能从中国获得创新成果。其次，与

低收入国家相比，高收入国家提供了更好的合作平台，在相关专

业技术和管理理念方面与中国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一般来说，

高收入国家更有可能吸引中国的合同项目，特别是在高科技领

域。第三，高收入国家有能力从中国进口更多的 ICT 产品，从而

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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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Table 5:Estimation results of heterogenous analysis on income level

(1) (2) (3) (4)

Income level Geographical proximity

Low High Neighboring
Non-

neighboring

DID -0.0359 0.4292 * 0.4344** 0.1019*

(0.1093) (0.0830) (0.0725) (0.0997)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2R 0.2491 0.2372 0.2758 0.2312

Observations 176 330 66 440

2. 地理邻近性

我们基于国家是否为中国的邻国进行分组，分析其异质性效

应。表5列（3）和（4）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对邻国和非邻

国沿线国家创新的政策效应均显著为正，但两组系数存在较大差

异。具体而言，与非邻国相比，邻国从“一带一路”政策中获得

的创新增长更多。

大量文献表明，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 [55] 和技术合作 [56] 有负

面影响。因此，我们关于与中国地理距离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与现

有研究和机制分析一致，表明邻国更有可能与中国开展贸易和合

同合作，从而促进其创新。

3. 社会治理

本研究从全球治理指标（WGI）的六个指标中选取政府效能

和监管质量两个指标。考虑到社会治理指数是连续变量，此处采

用面板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

       （5）

其中，I(∙) 为门槛指示函数，Thr 表示门槛变量，ϕ 为具体门

槛值。

表6显 示， 当 以 Government_Efficiency 和 Regulatory_

Quality 为门槛变量时，“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创新水平的影响

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门槛值分别为0.0093和0.0356。

表6：门槛显著性检验及门槛估计结果

Table 6:Threshold significance test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 results

Threshold variables Hypothesis test Threshold valu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Government_Efficiency Single variable 0.0093* [0.0075,0.0111]

Regulatory_Quality Single variable 0.0356* [0.0353,0.0359]

表7列（1）和（2）显示了以政府效能为门槛变量时“一带

一路”对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门槛两侧的 DID 系数均

显著为正，但与政府效能低（≤0.0093）的组相比，政府效能

高（>0.0093）的组从“一带一路”中获得的创新增长更多，表明 

“一带一路” 对政府效能较高的沿线国家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以监管质量为门槛变量的表7列（3）和（4）回归结果也得

出了类似结论。门槛两侧的 DID 系数均显著为正，但监管质量高

（R>0.0356）的组在“一带一路”实施后获得的创新增长多于监管

质量低的组。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对社会治理水平较高的沿线国家有更

显著的创新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更容易与中国建立

高质量的经贸合作平台，从而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

表7: 社会治理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Table 7:Estimation results of heterogenous analysis on social governance

(1) (2) (3) (4)

Government_Efficiency Regulatory_Quality

0.0093≤ >0.0093 0.0356≤ >0.0356

DID 0.1826** 0.3417** 0.0682* 0.2718*

(0.0172) (0.0861) (0.0518) (0.0973)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2R 0.2357 0.2357 0.2974 0.2974

Observations 254 252 226 280

注：（1）括号内为 bootstrap 标准误。（2）*、**、*** 分别

表示10%、5%、1% 的显著性水平。（3）控制变量与表2相同。

六、结论

本文基于2009-2019年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

的数据，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

分模型验证了“一带一路”的创新效应。研究结果支持我们的假

设，即“一带一路”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的创新水平，且经过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一

带一路”通过增加与中国的贸易流动、合同项目以及 ICT 产品进

口，显著提高了沿线国家的创新水平。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

“一带一路”对收入水平较高、社会治理较好、与中国地理距离较

近的沿线国家，其提升创新水平的政策效应更强。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促进沿线国家创新的建议。

首先，中国已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与其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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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许多领域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科技合作前景广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利用技术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根据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有利于提升沿

线国家创新能力，中国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呼吁更多

国家参与，深化“五通”合作，特别是继续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贸易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旨在形成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创

新合作网络。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

贸易持续扩大，中国已成为25个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9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1930亿元，同比增长

6.6%，新签合同额17950亿元，同比增长12.2%。在此基础上，中

国与沿线国家仍需积极推动双边贸易相关协议和合同的签署或续

签，不断完善和简化双边贸易便利化流程，降低通关成本，挖掘

新的贸易增长点。此外，中国还应发挥与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技

术溢出效应，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从而提高沿

线国家的技术和创新水平。

此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时，建议根据参与国的发展水平

开展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合作，注重发挥双边比较优势。具体而

言，需要制定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对于收入较高、增长动力较强

的沿线国家，应促进高科技和结构复杂的贸易与合作。对于收入

较低的国家，引进中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支持是首选。通过因地

制宜的国际贸易和合同项目，沿线国家不仅可以利用中国的技术

溢出效应，通过模仿和学习实现技术升级，还可以利用中国的产

品和合同项目标准，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从而提

升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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